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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回顾给付行政发展的历史流脉，可以看到，在给付行政概念传入之前，中国实践中已有类似现

象。语词的不同表达与使用彰显着每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伴随着新的社会变迁与时代需求，当下中国法在采
用给付行政范畴时，应当确定它所具有的核心要素。这样才能真正塑造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给付行政。
关键词 给付行政 语词 核心要素 行政给付

一、问题的提出

词源学上的给付具有多重意义，它既可指履行行为( Performance) ，也可指“完成、取得，即履行的结
果”( Accomplishment) 。法学上首先使用“给付”一词的为民法学界，意指一种基于债权关系的特定行
为。行政法学上首先使用“给付”语词的则是德国行政法学家福斯多夫，他对给付行政学说给予了系统
论述。① 当时，德国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贫富差距日渐增加，自由主义开始过度扩张，使得契约自由与
经济自由的保障流于形式。② 发展到今日，福斯多夫的学说依然是讨论给付行政问题时不可回避的学
理源流。在福氏学说中，给付行政以“生存照顾”为核心内容。因此，它的构成要件包括: ( 1 ) 财产上的
利益发生转移，此时需要公的资金; ( 2) 以生存照顾为核心概念; ( 3) 以行政的责任为后盾。③ 其范围包
括社会保障行政、公用设施行政及补贴行政三个部分。④ 此后，给付行政学说日渐成为日本⑤、韩国乃至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的重要论题。在与德国法体系不同的美国，政府同样也承担了相关的社会保障
制度以及公用事业提供职能。
一般而言，公法始终与政治话语密切相关，不同的政治语境会对公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⑥。对于

秩序行政而言，给付行政范畴本身便具有一定的变动性，特别是在现代行政法学的观念中，它被逐渐认

为是一种对国家所实施的此类型活动之概括而并非理论概念，是一种分析性并用以发现问题的概念。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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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社会学会编 196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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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给付行政范畴可能是一种类型化的概念其中包含多种内容，较难给出精准的学说概念。
这也使得给付行政范畴的实质抑或核心要素可被确定，而外围或边框却显得模糊不明。此外，作为内容
比较宽泛的给付行政，其实施与推行更加倚赖国家的财政预算，并由于它所带有的受益性质而更易成为

某国或者政府改革的先发地，这些因素都使得给付行政范畴较容易受到来自经济体制、政治变革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这些缘由都使得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中，由于社会发展的迥异，给付行政范畴也在发生着不
断的改变。反应在语词的使用上，各种相关的语词，诸如“民生”、“物质帮助”、“给付”、“服务行政”等
都渐次浮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之上。
进而，本文将以给付行政概念的传入为界分点，对这样的历史过程⑧加以探析。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中国本土在未曾继受外国法的给付行政概念之前，并不缺乏相应的实践与语词。如果试图想发展并
塑造中国意义的给付行政，则需要在继受的过程中实现本土化，而历史的发展正是其基石之一，因为这

本身便代表了给付行政的中国路径。面对不断增进的给付行政诉求，仅停留于外国法的简单介绍与继
受，并不能有效的解释中国问题。

二、早期给付行政发展中的民生观念

如果将给付行政的历史追溯到较早的时期，可以发现，早期中国社会更乐意采用“民生”等语词来
描述类似于给付行政的现象。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即“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指百姓的基本生活。

《辞海》中的解释则是“人民的生计”。1949 年之前，受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之影响，民国
时期的很多中国学者均在民生主义框架之下讨论国家应担当的行政任务。例如，行政法学学者白鹏飞
先生于 1927 年指出，“现代国家，不仅依法及警察以维持社会之安宁为已足，必更进一步。而以开发社
会之文化，增进国民之福利为一种重要任务。”⑨此间的国民福利多与生活、生计相关。在当时的学术期
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民生主义与宪法的论文。例如，“五权宪法与民生主义”、“宪法草案民生编国民
生计之我见”、“宪法与民生”等论文。瑏瑠 一些译著和译文的引入也丰富了这时期的学术讨论。当然，也
开始有学者采用恩给等语词。如日本学者清水澄的《〈行政法泛论〉与〈行政法个论〉》中都有专章讨论
恩给权以及内务行政。恩给权意味着“国家对于官吏，非仅使其得目前相当之生计，即衰老不任事时，
亦必须预为之所。”瑏瑡

关于民生的典型解释如下:

“经济为民生之依据，经济不解决，则民生无法安定”瑏瑢。
“统治阶级眼中的民生在于救灾剿匪等政治工作，资本家的民生在于提供发家致富的方法，特别是
实业; 第三等人站在慈善家的立场来讲话。”瑏瑣

“近世立宪精神之转变，乃在实际经济生活之保育”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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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此时“民生”的目标着眼于解决中国现代化所关注的“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问题，基
于立场的不同所关乎的民生也不同，但此时更为关注的是在民生主义框架下的公民基本生活问题之解

决。此时，接近于德国法给付行政的相关行为在中国只是一种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并进而以满足公民
基本生活为核心内容。

三、“物质帮助”下的给付行政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 1954 年宪法开始，物质帮助权得以确定，宪法第 93 条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
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
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此后，1975 年宪法将其中的“物资”改为“物质”，
宪法意义上的物质帮助权得以确立。对这种权利的关照受到了八十年代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承认该
权利也是出于经济均衡发展需要之考量，其确立也为后期行政法学界中的给付行政概念理解提供了理

论支撑与法规范渊源。
( 一) 物质帮助权的确立

相对于给付行政范畴的宽泛性而言，对于“物质帮助”并无太多差异性的理解。物质帮助权是公民
因特定原因不能通过其他正当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手段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享受社会
福利的一种权利。物质帮助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指公民在年老、疾病、残疾等丧失劳动能力
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权利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从而维持基本生活。与早期民生观
念相比较，最大的差异在于，此时物质帮助已经成为了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而被确定。此时，学者们并
未意识到由此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只是隐约提及了类似内容，论述多从政府职能的
转变角度入手。例如，有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福利国家，这意味着一种对行政法积极作用的
强调。瑏瑥 再如，应松年教授在其主编的《行政法学总论》中，在介绍英美法系的行政法概念部分提到二战
后，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发展包括有关社会服务的法、公共事业的法。瑏瑦 即便是在其他法学学科的讨论
中，也鲜有“给付”一词的出现。瑏瑧

这一时期，在宪法条文的宣传中，以物质帮助权为核心的国家给付体系关注的是这一权利的确立与

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在具体的制度保障上则强调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以及医疗卫生制度。引用当时
《人民日报》的一段话语:
保障人民的这种经济、文化权利和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却是一切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

和一切国家机关的根本任务。即使由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民还不能十分完全地享受这些权
利; 但是过去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国家是在用最大的力量发展国民经济，逐步扩大劳动就业，

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逐步扩大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
众卫生事业的设施，逐步增加和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人民享受这些权利。瑏瑨

此时，物质帮助的目的在于巩固政治活动以及政治改革之结果。虽与旧中国时期的“民生”完全不
同，但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给付依然关乎的内容在于公民基本生活的改善与福利的提高。这表现在
在给付实践中，为了保障以单位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国家的给付任务也以单位制为依托。个人依附于
单位，单位依附于国家，形式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成为了国家这架机器上的部件，个人则成为了这架机器

上的螺丝钉。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国家承诺了各种政府职责，特别是对于无法自立人群的保障。例
如，孤儿、无人照料的病人和孤寡老人。宏观上国家更为注重经济发展，也使得大量的给付任务未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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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人民日报社论:《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载《人民日报》1954 年 7 月 6 日第 1 版。



分揭示。
( 二) 从宪法上的物质帮助到行政法上的“行政给付”
以宪法上的物质帮助权作为依托，行政法学者们开始提出了“行政给付”的用语。例如，杨海坤教

授将行政给付的涵义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部分，广义行政给付包括供给行政和社会保障行政两部

分瑏瑩，这已经接近于“给付行政”。当然，更多的学者在 2003 年之前，依然更乐意采用“行政给付”的语词
表达。例如，罗豪才教授认为，“行政给付又称行政物质帮助，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
失劳动能力或其他特殊情况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与物质有关的权益
之具体行政行为。”瑐瑠这种体例和安排是早期中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所采用的主流方式。瑐瑡 部分论文也
开始讨论这一主题瑐瑢。有些学者也会采用“行政救助”来替代这一用语。瑐瑣

在行政诉讼案件的具体案由中，也可看出行政给付可能的含义。1994 年，第一例有关抚恤金的
行政案件即“吴锡坤请求太仓市民政局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及抚恤金案”。案件认为，享受《革命烈
士证明书》的荣誉权是享受抚恤金财产权的前提。再如，在“赵贵金诉任丘市民政局不依法发放抚恤
金案”中，依据 1999 年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法院将生活补助费的给付也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
范围，即行政给付包括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护费等情形。1999 年的张恒寿诉浑源县国家税务局
等不履行给付奖金案则将给付的范围扩大至“奖金”。此后，亦有涉及到给付退休金、抚恤金、社会救
助金、五保户供养金的案件发生。由此可见，在当时，对于行政给付的理解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物质
帮助。
之所以采用行政给付概念，原因大可归为如下两点: 一是因为宪法中已经确立了物质帮助权，因此

行政法学说上可以以此为规范基础对行政给付的范围加以框定，由此行政给付也往往被称作为行政物

质帮助。二则是因为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体系建构中，中国行政法学更乐于追求行政行为体系的
完美与精确，诸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概念更容易被吸纳入该体系，“行政给付”亦然。
( 三) 给付行政语词的传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逐
步转变为致力于宏观调控以促进公平经济秩序的建立，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以及提供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以改善社会生活、生存环境。在这期间，中国的给付行政也开始得到初步关注。例如，1994 年
之后，社会保障的独立地位开始被加以强调，社会保障开始朝市场化方向发展。该年，国务院在江苏省
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开展了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试点。此后，国务院于 1998 年发布了《关于建立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对公费、劳保医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变
革亦然。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之下，作为一个学说上的重要范畴，“给付行政”开始被正式引入，其标志在于大

量的外国法译著得以问世。如陈新民教授的《公法学札记》于 1999 年在大陆出版，其中对福斯多夫的
服务行政理论进行了介绍。杨建顺教授翻译的《日本行政法》以及高家伟教授翻译的《行政法学总论》
中都提及了给付行政范畴。如下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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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参见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7 页。
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2 页。
例如，朱新力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中同样如此。在第一章“行政法概述”部分涉及到行政的分类时指明规制行政与给付行政的分
类，而在后续章节中将行政给付视为独立的部分。参见朱新力主编:《行政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 页、第 236 页。
参见郭润生、张小平:《论给付行政法》，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 年第 3 期。林莉红、孔繁华:《行政给付研究》，载《珞迦法学论坛》第
2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参见王连昌:《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行政救助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救助行为赋予或者保护被救助人的权
益，即人身权利、物质权益，与物质有关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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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早期外国法译著中的给付行政

著作 主要语词 基本含义与构成要件

《公法学札记》
服务行政
生存照顾
社会法治国

生存照顾与国家单方面提供的给付有区别; 范围包括水、电、煤气等公用
事业在内，“国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服务，个人可以社会的一分子来分
享”。瑐瑤

《行政法》 给付行政
指设置，管理道路，公园，设置与运营社会福利设施，进行生活保护，给予
个人及公众便利和利益的行政。瑐瑥

《行政法学总论》 给付行政

行政机关为公民提供给付或者利益的，构成给付行政。给付行政一方面
通过为个人提供特定目的的支持( 社会救助、助学金) ，另一方面通过建
设公共设施( 交通企业，养老院，学校等) ，保障和改善公民的生活
条件。瑐瑦

比较而言，“给付行政”与“行政给付”并不相同。( 1) 前者是一种类型化范畴; 后者是一种具体行政
行为; ( 2) 前者的对象主要是可以成为救助或者物质帮助对象的公民，后者则包括一般公民; ( 3) 前者的
内容主要是行政物质帮助和社会保障，后者则包含更多内容。
对比学说上的语词使用与实践的制度发展，可以说这一阶段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学说概念各不相

同，而实践中的给付行政语词则并未发现与前一时期具有迥异差别。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制度实践并
未关注学说意义上的给付，也就是说，学者们提出或者对于给付行政概念的接受并非出于现实需求，而

只是基于学科架构之需。

四、“社会建设”推动下的给付行政

在上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学说范畴的给付行政已然被接受。然而，此时它更多的是一种学科体系建
设过程中的普通用语而已。由于行政法学的发展较长一段时间里以立法实践瑐瑧为导向，而给付行政恰
恰缺乏充足的立法，这就使得学说研究上也并未因为给付行政语词的传入而深入。即使是从实践层面
而言，给付行政虽已进行着制度上的变革，但并未有任何主流话语与之对接。真正推动给付行政的中国
发展，则在 2004 年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这段话语对此后给付行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
动作用:“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意味
着政府的职能开始由经济发展逐渐转为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国家开始更为关注公民的社会权实现问

题。此时，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主流报纸媒介恰巧回应了这样的制度变革。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几
乎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及并表述了这一主题。

表 2 2004 － 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给付行政

2004 年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做好就业与社会保障工作

2005 年政府工作报告 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2006 年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努力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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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陈新民:《“服务行政”及“生存照顾”的原始概念: 评福斯多夫“当作服务主体的行政”》，载前引①陈新民书，第 63 页。
［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 页。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 页。
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载《行政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作者认为，立法法学的特点是“无
法立法，有法修法”。一般过程为: 呼吁制定某个法律，讨论、研究立法中的政策性问题，法律出台后发表注释，提出修改、完善的方
案，冀望再次立法，开始一个新的过程。



( 续表)

2007 年政府工作报告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努力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2008 年政府工作报告 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2009 年政府工作报告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 着力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2011 年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围绕
改善民生谋发展。

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坚持民生优先，努力使发展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如果考察细微的差别，可以发现，从最初的“社会事业”转向了“社会建设”; 从加强民生保障转向了
“民生优先”。而此时的“民生”早已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民生，并不仅仅以公民的基本生计为要旨，而更
为关注以实现分配正义为目标的民生保障。这就意味着不仅仅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强调按照需求、功
绩以及权利等实现资源的平等分配，而且要求通过各种方式保障最小受惠者的利益。作为主流报纸的
《人民日报》在这期间也开始采用“服务型政府”、“民生”、“社会建设”等多种语词表达来描述类似
问题。

表 3 《人民日报》2004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 月 8 日中的语词表达

语词表达 涵义 典型描述 出现频次

民生
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国
民的生活与生计

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
的，也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条件。瑐瑨

938 次

服务型政府
民主政府、法治政府、责任
政府，关注行政许可审批
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们党着眼于进一步提高
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和水平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瑐瑩

41 次

社会建设

按照社会环境的需要和人
民的愿望进行的各种建
设。包括教育事业、科技
事业、文化事业、医疗卫生
等内容。

全面推进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人
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客观需要。瑑瑠

178 次

从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再与给付行政范畴相对接，我们可以初步这样认为，社会建设作为一

个更为宏观的理念，与学说上宽泛的给付行政范畴极为相似，也就是说包括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所实行的所有行政职能的总和。对此，最早的阐述来自于法国，法国公共服务行政法的倡导者狄骥就使
用了广义定义方法。他不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列举，进而认为，公共服务就是指那些政府有义务实
施的行为。瑑瑡“民生”与“服务型政府”则分别从公民、政府的角度阐释了给付行政范畴所关注的两个对
象。前者关注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益，后者则关注政府所具有的给付职能。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这三个语词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则在于“发展”，这与西方国家给付行政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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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参见《加大民生投入，创新社会管理———三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载《人民日报》2011 年 8 月 29 日第 7 版。
参见薄贵利:《服务型政府有哪些特征》，载《人民日报》2011 年 11 月 19 日第 7 版。
参见张欢:《推进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载《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22 日第 7 版。
参见于安:《论我国社会行政法的构建》，载《法学杂志》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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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背景并不相同，即中国法的给付行政更关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分配正义。而
西方国家，德国则以福利国家为特征，美国则以规制性政府为标志。这都意味着给付行政承担着不同的
功能。
受到这样的社会发展影响，法院受理的给付案件也开始增多。民事案件中的“给付”包括给付抚育

费、给付保险金、生活补贴费、医疗保险、广告报酬、欠款、悬赏金、销售提成、拆迁补偿费的给付等情形。
行政案件中的“给付”多用于社会福利金、抚恤金、行政奖励、农业补贴给付等情形。个别案件也采用了
“民生”用语，将其作为一种制度理念来对法院的裁判观点进行解释，如在“李永铮、李绵绪诉盱眙县盱
城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中，法院认为，“本案判决恢复原状，既是充分体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保护民生，又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纠正，教育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一般而言，可以看出，给付所使
用的场合、对象、方式等都较为广泛，多侧重于一种具体物质利益的给予。“民生”则更可能是一种较为
抽象的理念和原则。可以说，从对给付行政范畴塑造产生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出现才使得中国
意义上的给付行政真正得以推动。

五、给付行政发展史的再解读

历史回溯并非简单怀旧，在给付行政发展的中国路径中，各种语词跳跃于各个历史时期。这些或许
仅仅是给付行政的观念而并非精准的学说范畴。同时，由于这一范畴的继受过程较晚再加之理论发展
的不足，使得其学说史脉络并不清晰。可以说，在外国法的传入与中国本土因素的碰撞之中，给付行政
的发展尚处较为粗浅的学说阶段。然而，概念的塑造却往往是一种观念的语境化。在某一种观念开始
逐渐深入并成为主流话语时，会影响到学说上的概念发展与理解。给付行政的发展史为我们揭示的一
些规律与特征，可以有助于当下给付行政的深入理解与本土塑型。
( 一) 多层面的给付行政

沿袭着给付行政的发展脉络，给付行政的概念逐渐被接受。历史的考证为我们展现出这样两个
脉络:

一是各种语词的同时使用。在这一过程之中，某些语词渊源于外国法，某些则源于中国本土。例
如，“民生”一直是一种中国用语，尽管含义有变，但却具有本土化特征; 而以行政物质帮助为基础的行
政给付也一直更多地为学者所使用。给付行政一词则可能被作为一种区别于秩序行政的行政类型，出
现于对行政职能转变的描述中; 也可能被视为一种被赋予了较多期望的服务型政府建构之理念而存在

于实践之中; 抑或作为一种并不醒目的行政活动类型，蛰伏于部门行政法研究之中，如包含医疗保障行

政、养老保障行政等在内的社会保障行政; 再如包括农业贴息贷款、政策性补贴等在内的补贴行政; 再如
公用设施建构中的公共利益等。这与当下的“社会建设”的范围多少有些类似。
二是实践与学说的背离。在给付行政发展的制度实践中，可以鲜明地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学说上并

不一定使用给付行政，即便采用了这一术语，又与实践并不相符。例如，在法院裁判时并不会去考虑学
说上的给付行政范畴，而是更关注作为行政案件案由的“行政给付”。这也反过来进一步确认了学说研
究上行政给付的概念确立。特别是 2004 年之后，“民生”、“服务行政”等，也不能等同于“给付行政”。
它们泛指与公民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事业，范围比给付行政更大。这就导致学说上看似逐渐增强
的“给付行政”讨论瑑瑢，表面上是对实践需求的回应，但却并不能完全对实践问题加以解答。例如，给付
行政的范围究竟应当是多大? 是关注基本的民生? 福祉? 抑或其他更高的要求? 给付的目的究竟是什

么? 给付的形式是何种形式? 等等，这些命题都并未给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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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相关检索，2003 － 2011 年以来，有关给付行政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2006、2010 年甚至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这与先前学者们更乐于在分论中讨论给付行政抑或只是在讨论政府职能转变时对给付行政捎带而论的情形相比大有不同，该时期

相关论文的讨论主题涵盖了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程序、功能、组织法变革、性质等内容。



( 二) 确定给付行政范畴的难度

通过历史的回溯，可以看出，给付行政内容以及核心要素的变化，即究竟是公民基本生活利益保护

为宗旨抑或其他，会随着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改变。进而，它也会随着该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而
被推进。例如，早期民国时期的给付便只是关注基本的公民生活，而当下给付行政的关注重心应有所改
变。若干新现象，需要经过研究后甄别其是否可能被纳入给付行政的范围。例如，见义勇为的奖金给付
属于给付行政么? 再如，对于农村失学儿童的援助属于给付行政么? 基于政府职能在各国定位和发展

阶段的不同，每个国家所具有的给付行政内容以及范围也应有所差别。
总体而言，在给付行政的概念移植中，中国法对于给付行政的形成基础、范围、立法现状以及相关的

行政法问题，尚处在一种介绍和直接引入的初级阶段。尽管实务界和司法界也面临着涉及到给付行政
的诸多难题，但由于法学学说的失语，适宜的解决策略未能提出。
( 三) 确定给付行政范畴的核心要素

当给付行政的范畴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太多学者对给付行政范畴加以审慎考证，而是自然地接受

了德国法上的给付行政概念、范围等理论架构。至于德国法上的给付行政概念发生了何种变化以及这
一概念的产生背景究竟如何，中国法的相关研究并未给予充分关注，这很可能会从原初含义与现有变化

两个方面造成概念引入、接受上与德国法学说之间的隔阂。在概念介绍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忽略了对于
给付行政的各项批评瑑瑣。尽管实务界和司法界也面临着涉及到给付行政的诸多难题，但由于法学学说
的失语，适宜的解决策略未能提出。
鉴于中国给付行政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当下语境中，给付行政的核心要素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多数情况下，它侧重于一种物质利益的给予，其核心要素包括如下五点:

1. 给付行政的目的应从生存照顾转向福祉提高: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试图囊括各项事务，也使得在
给付行政的初期发展阶段，只能建立某种较低水平的保障。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给付行政已不再只是为实现“生存照顾”的工具而是朝向更普遍的公民福祉实现。

2. 给付行政的当下任务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给
付行政的早期实践正是以保障经济发展为主旨的。这事实上也为我们确立了讨论给付行政的中国基
础。“在保护社会权需求强劲和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矛盾中，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协调经济社会发
展关系的主要条件。”瑑瑤在这样的背景下，给付行政应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调整相应的内容并为经济
发展提供支持。同时，基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性，给付行政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增进功能日渐得
以强调。

3. 给付行政应以资源再分配为保障: 尽管秩序行政也依赖于财政资源，然而，给付行政更依赖于资
源的再分配。因此，在给付行政的语境之下，应当强调资源分配对给付行政所起到的基础性支配作用。
例如，只有必要的资源分配，给付行政才可能得以启动; 同时，不同地域的给付行政，基于不同的资源与

财政分配程度，也确定了各自富有差异的支付水平。
4. 给付行政以共享权为核心: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给付行政的过程是实现共享的过程，给付行政义
务请求权本质上是共享权。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已有发展基础之上实现资源共享与公
平分配，是当下给付行政的要务之一。

5. 给付行政的方式可以是公法或者私法: 就行为方式和工具选择而言，给付行政不拘泥于给付形
式的公法或私法形态，法理上赋予了其形式选择自由的空间。这要求从目的导向来解释给付行政，而并
不能简单地采取形式判断标准。进而，通过私法同样可能实现给付行政的公法目的。例如，通过私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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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政雄:《给付行政之理论发展与行政法学课题》，载台湾《宪政时代》第 32 卷第 2 期。例如，认为这一概念的理论背景具有纳
粹思想的历史个性，具有正当化并确保国家独占资本主义之国家体制之疑虑。
于安:《论协调发展导向型行政法》，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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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来实现公共设施的提供，这便模糊了原有的公法与私法边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混合行为。
这五个要素可以成为理解当下中国给付行政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至于给付行政的范围等问题，

则需要另行讨论。

结 语

在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中，诸多基本概念均源于外国法，继受而来的概念在当下中国的学理、社会
以及实践中究竟如何被对待，又如何使用，这是检测该概念学术价值的判断标准之一。给付行政在中国
的发展历史显示了其与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之关联。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国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的给
付行政范畴，作为一种制度实践工具，更类似于一种政府“治理工具”，它可以变身为某种政治术语; 作
为一种法律范畴，它可以在不同平台上加以使用，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承载各异的法律功能。因此，在
当下的中国社会背景之下，给付行政的关注与解读也不同于过往，这也应当成为未来给付行政研究的重

要基础。

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administration from historical context，it can be seen
that China already has the similar phenomenon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e concept of welfare administration.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and uses of welfare administration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era. With
the social change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China should confirm the key elements of welfare admin-
istration at the time of adopting its scope. After doing this，the welfare administr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in
Chin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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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